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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检验了农村社区发展程度与家庭规模(或子女数)

之间的关系。文章讨论了某些发展指标对家庭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社区发展水平影响个入

对家庭规模的选择，其中一重要因素是对男性后代的偏好，表明了中国农村地区相当缺少社会

养老保障体系。
’

1前 言

自70年代末，实行经济改革与开放政策以来，中困的经济在城乡地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与增长。尽管有城镇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仍有79．8％的人口

居住在农村地区。虽然1987年中国农村生育率已从历史的高水平降到了每对夫妇3个孩子，

但仍高于城市的生育率(Tian等)。根据中国农村人日高比锐这一事实，可以说国家人口控制

政策的成功依赖于农村地区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家庭规模的确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它不仅依赖于家庭及生育妇女自身的社会和经济

状态，而且也依赖于家庭及妇女居住所在地的社会、经济环境。

这里我们分析了社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对个人在家庭规模选择上的影响。基本的调查数

据来源于分布在20个省、市、自治区中的30个村庄，年龄在15岁--60岁妇女的调查问卷。本

文选取了其中的1454名年龄在4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的调查数据作为基本分析数据。文章首

先从理论基础上讨论了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改变对生育率的影响，然后给出了数据处理过程

——一种逻辑回归分析方法。最后文章给出了模型结果的综合性讨论。
4 2理论架构

在分析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中道斯高塔(Dasgupta)(1992)已作了基础性的工作。他

指出居民对家庭规模的选择是与他们周围相对稳定的环境参数相联系的。这些参数实际是内

生变量，并且取决于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变化。

在道斯高塔的模型中个人的社会观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定社会环境下居民们放弃

高生育率的传统文化习俗还是困难的甚至当这种习俗面临明显和不断增长的缺点时也是这

样。这样一种观念可能在家庭规模和生育率之间导致一种多面性的社会均衡，社会可能被困扰

*本课题是联合鼠人口基金会资助项目的一部分，但其中观点只代表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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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特殊的均衡中，即“被自己的鞋带缠住了”(Dasgupta P．351)。高生育率也常常发生在大

批的贫困人口．中，因为此种情况下孩子往往是一种财产收入(Dasgupta)。

有时一个社会可能冲破多子女家庭和高生育率的习俗束缚。这种情况下受教育妇女往往

起了打破传统习俗的先锋作用。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生育率的影响就令人有更多的疑虑

(Yang 1993)。

成功的经济发展政策可能也是生育率下降的一个几乎未预料到的因素。程和Maxim

(1 992)讨论到中国城市地区的生育率下降应部分的归功于政府所提供的教育、医疗和其他公

共服务事业。这些发展增加了就业机会尤其是妇女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极大的削弱了中国多子

女家庭的基础。

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结果是老年社会保险事业的进展(尤其在城市地区)。社会保险主要

以退休金和居民储蓄的方式存在。政府也向城市居民提供了部分社会保险。而目前大部分农

村地区老年人还得不到足够的社会保险。

在中国、印度和其它一些传统的社会中，年老父母尤其是母亲的照顾与男性后代之间的关

系是值得关注的(Nugent and Gillaspy l 983)。因此社会保险是尤为重要的，因为它的发展减少

了男性后代照顾年：尝父母的必要性。对我们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由程和Maxim所作的观察即

与农村地区相比城市更易于获得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因而，我们预料农村地区对男孩子的偏

好在决定家庭规模时会占有相当重要的考虑。

3模型的数据、设计和结果

3．1模型的数据

这项研究所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负责的一次抽样调查(CPR／91／P4 1

项目)。这项1 992年的凋查包括了居住于20个省、市、自治区，30个村庄，3200名年龄在15—

60岁的妇女的经济、社会、婚姻、生育等信息。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1 454个样

本)的数据作为我们分析的基本数据。而妇女们所居住村庄的基本经济信息作为补充数据。其

中村人均净收入作为代表村庄经济发展的最接近的变量，人均净收入由农户收入和集体收入

两部分构成。中国目前经济增长和发展正以沿海地区最快，中部地区稍慢，西部地区最慢的速

度进行。我们在研究中引进了一个假设变量来检验这三个区域中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对生育

率的影响。

3．2模型的设计

我们在概率选择的基础上来分析与家庭规模(子女多少)选择这个依赖性变量。维持当前

家庭规模的选择。令该变量取“O”值。扩大家庭规模的选择，令该变量取“1”值。具有多个离散

值和两个离散值选择的逻辑分析模型被用来估计社区发展和个人特性对家庭规模的影响。此

类逻辑分析方法曾被扩大用于检验各种类型的概率选择。Royolds(1990)利用住户调查数据检

验社会、经济因素与消费者的蔬菜消费之间的关系。Holman等人1993年采用一种逻辑回归来

确定美国阿肯色州婴儿低出生重量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Caffey和Kazmierzak(1 99 1)

采用此类方法研究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农民在水产养殖中采用水再循环技术的各种影响。然

而，据我们所知还未曾有人用概率选择模型来研究家庭规模。

我们采用的顺序——响应模型是这样一类概率选择模型：它适应于研究中因变量具有几

个离散的值且在特性上是类似的。我们的研究中因变量被分为一系列只有“0”和“1”选择的模

型。这类顺序一响应模型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在不同阶段影响响应的随机因素是独立的
·1 1·



(Maddala 1983)。我们的家庭规模分析模型有下列假设：假设无一胎多子生育，所以一位妇女

有两个孩子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孩子，类似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之前，须已有两个孩子，有大家

庭之前，须先有小家庭。构造模型时，第一轮我们先分析无孩子(因变量值为“o”)相对于有一个

以上孩子(因变量值为“l”)模型的最大概率函数；第二轮的分析只在有一个以上孩子的一组妇

女中进行：分析有一个孩子(因变量值为“o”)与有两个以上孩子(因变量值为“】，’)的概率分布

函数；第三轮的分析只在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妇女中进行，以后几轮分析依次类推。

表】 对逻辑分析模型不同运行中的描述

运 行 描 述

运行1 无孩子(FSIZE=0)相对于有孩子(FSIZE-1)

运行2 有一个孩子(FSIZE=O)相对于有多于‘个孩子(FSIZE=1)

运行3 有二个孩子(FSIZE=0)相对于有多于二个孩子(FSlZE=1)

运行4 有三个孩子(FSIZE=O)相对于有多于三个孩子(FSIZE一1)

蓥堑! 查巴尘堕王!空!兰兰三!!塑型王查兰王巴全堕王!!兰!三兰三!!

本文假设家庭、个人和社区经济发展状况都影响到每对夫妇对子女多少的选择?。不论是社

区发展还是个人特点的影响都包含在若干变量中。具体讲家庭规模选择被估计有下列线性关

系：

FSIZE=F(REGION，WANTBOY，EDWIFE，EDHUSB，FAMINC，VILINC，MINORITY，

HOSPITAL)
‘

(1)

FSIZE是一个具有双离散值的因变量，它对应是否扩大家庭规模的选择。“1”代表要更多

的子女，“0”维持当前的家庭规模。REGION是前边讨论过的假设变量，“0”代表中国最不发达

的西部地区，“1”代表稍发达的中部地区，“2”代表最发达的沿海地区。

WANTBOY是一个具有多离散值的变量，“1”表示被调查妇女有最弱的要男孩，最强的要

女孩的愿望；“8”代表妇女有最弱要女孩，最强要男孩的愿望。全部变量值的判别是通过对一些

性别偏好提问的回答图示出来的。我们假设该变量与家庭规模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即妇女拥有

较强的男孩偏好将增大要更多孩子的可能性。该变量还代表了当地经济结构实际上缺乏变化

的一种量度。在旧的年代，传统的中国社会及其它某些传统社会中男性后代是父母最基本的社

会保障。然而，正如我们前边已讨论过的：朝向一个更现代的经济结构的转变会提供其它一些

形式的社会保障，因而也就削弱了多子女家庭存在的基础。

EDWIFE是妻子受教育程度。EDHUSB是丈夫的受教育程度。这两个变量都是以上学年限

计量的。推测它们对家庭规模的影响是负向的，即当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提高时，拥有多子女的

可能性会下降。

FAMINC是家庭人均收入，而VILINC是村人均收入。预期两个收入变量都具有负向影响，

即当家庭及社区收入水平提高时，多子女的可能性下降。

MINORITY属于双离散值变量。“1”表示该妇女属于少数民族，“0”表示不是。预期它对因

变量有正的影响，即少数民族家庭有较高的多子女可能性。

HOSPITAL是一个多离散值变量，表示如果妇女生最后一个孩子是在医院，HOSPITAL一---

“0”}在诊所，HOSPITALi_“1”；在家里由接生婆助产，HOSPITAL一“2”；或其它，HOSPITAL一

“3”。该变量在第一轮的回归分析，既无孩子相对有孩子的模型中被排除。接受先进医疗服务

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标志。但评价它一段时期内对家庭规模的影响是困难的。一方面接受较好

的怀孕和早期童年医疗服务，提高了孩子的存活率可能导致多子女家庭。另一方面作为社区发

展的一种标志，先进的医疗设施意味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尤其是先进的医疗设施暗示着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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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控制技术。我们预期变量HOSPITAL与家庭规模的关系是正相关的。即较落后的医疗设

施意味着家庭规模的扩大。
’

_按子女效划分

子女鼓．日
，

图1抽样人口按子女数目(FSIZE)的分布

3．3模型结果

我们的样本的家庭规模(子女数)的分

布示于图1。1 454个样本中89个(6．1％)

孩子。众数是两子女家庭，占全部样本的

39．5％，或574个。样本的分布集中于1—

3个孩子的家庭。

我们用SHAZAM计算机软件对家庭

规模变量进行了5轮分析。第一轮(RUNl)

是无孩子(FSIZE一0)相对于有孩子

(FSIZE一】)的选择；第二轮(RUN2)(只在

上轮中FSIZE=1的样本中进行，以后各轮

分析类推)的选择是有一个孩子(FSIZE一

0)相对于有多于一个孩子(FSIZE一】)的

选择；第三轮(RUN3)的选择是有两个孩子

(FSIZE一0)相对于有多于两个孩子

(FSIZE=1)的选择；第四轮(RUN4)分析有

三个孩子(FSIZE=0)相对于有多于三个孩子(FSIZE=1)的选择；依次类推。

表2农村家庭规模选择逻辑分析模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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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娩者。FIi任a一0·005 b显焉性在a一0．05 c一显并性征a⋯0 5
表2列出了以上介绍的5轮模型(RUNl—RUN5)的概率统计检验、Maddalta R2隆、预测

成功率、BETA值及其标准差。结果表明：5轮模型中有3轮达到了高水平的统计显著性(0．005

显著水平)，RUNl具有较低级的统汁显著性。RUN2和RUN3模型概率检验具有相当高的值，

并且这两组模型占总样本数的65％。总逻辑回归分析中Maddlla R2值在0．1～0．4范围内。

鉴别一个逻辑模型好坏的最佳判据是因变量的预测值相对于实际值的精确性。从这点考

虑我们的模型是相当好的。方程(1)所预测的家庭规模正确率约在94％(RUNl)与68％

(RUN3)之间(表2)

变量系数的符号肯定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当地社区发展程度越低，多子女的概率越高(表

2)。区域(REGION)变量暗示从中国落后的西部和中部到发达程度较高的沿海地区，大家庭

(多子女)的概率是减少的。类似，模型结果表明，男孩偏好(WANTBOY)对扩大家庭规模是一

个重要的正向因素(表2)。结果肯定了我们的假设：在中国农村地区，拥有男，性后代在决定家

庭子女多少时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这种强烈的男孩偏好暗示了农民仍然缺少社会保

障，或者说暗示了社区发展程度不高。

正如我们所预期的，受到较好教育的夫妇(变量EDWIFE，EDHUSB)有较低的概率扩大家

庭规模尤其是在模型RUN2和RUN3中。正如前面所陈述的教育水平是社区发展也是个人成

就的衡量之一。模型结果也支持了这样一种假设，即受教育的夫妇尤其是受教育的妇女在使社

会从传统的高生育率和多子女家庭状态脱离出来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管是家庭收入还是村人均收入都表明了与家庭规模有弱的统汁相关性(表2)。结果显

示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观察到的生育率与收入之间的U型关系的区别。模型结果似乎芰持

这样一种暗示，即．在中国收入对家庭规模是一个弱的影响。

少数民族变量(MINORITY)在RUN2(一孩与多于一孩)和RUN3(2孩与多于2孩)模型中

是统计显著和正相关的。当统计显著时，变量支持我们前边的预计：少数民族成员具有较高的

多子女概率。

医疗条件(HOSPITAL)变量除了在RUN2模型中，没有显示出统计显著性(表2)。RUN2模

型中正的和强的显著性关系意味着当先进的医疗设施减少时(变量值增大)，大家庭概率增加。

然而，总的模型结果意味着在先进的医疗设备的使用和家庭规模之间缺乏联系。

4综述与结论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总的讲是成功的。但是拥有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地区生育率仍高

于城市地区。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在概率选择的原理下检验了社区发展水平与家庭

规模之间的关系。来自5个逻辑模型的结果支持我们的见解，即社区发展水平影响个人对家庭

规模的选择；对男性后代的偏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这种偏好表明，总的讲中国农村家庭

缺少社会养老保障，这一观念进一步暗示中国农村地区相对城市是相当欠发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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